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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社会责任司法适用的现状反映出目前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于公司社

会责任的一般条款的运用，法院存在宣示性适用和说理不适当两方面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公司社会责

任内涵不明确，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与其他公司社会责任规范关系不明晰，以及司法能动性影响法院

裁判。对此，需对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进行完善。具体而言，一要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二要对

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类型化，三要构建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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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tate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flects the defici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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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
tion of the general articl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re are problems of declarative ap-
plication and inappropriate reasoning by the court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not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l article and other 
norm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not clear, and the influence of judicial initiative on 
court judgment.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general article of corporate social re-
sponsibility. Firstly, the conno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clarified. Secondl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typified. And thirdly, the legal system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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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社会责任 

1.1. 公司社会责任的起源与发展 

从法律方面而言，公司的董事和高管负责公司的受信义务，而公司只负责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这是

传统公司法坚持多年的原则。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愈来愈大，人

们开始认识到，公司基于其逐渐壮大的地位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能仅作为股东赚钱的工具[1]。 
公司社会责任源始于一场发生在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论战，伯利(Adolf A. Berle)和多德(E. Merrick 

Dodd)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就公司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展开了辩论。伯利主张公司的管理者应追求股东

利益最大化，公司仅是保护股东利益的工具[2]。多德则认为在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基础上，公司

急速扩大社会支配力量，实实在在地影响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公司应当因此承担社会责任[3]。自此，

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逐渐兴起且讨论强烈，公司唯“股东至上”的宗旨也逐渐松动。 
具体而言，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90 年代，美国再次展开了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大规模讨论，在此过

程中产生了“企业契约理论”“公司团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概念作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正

当性基础；其中，“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众多学说中脱颖而出，成为主流思潮并延续至今。2008 年金融

危机的发生，再次引发了对公司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主义的热烈讨论。2019 年商业圆桌会议强调公司

要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制造价值，这被认为是公司向利益相关者主义转变的重要里程碑。2020 年的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坛也倡导公司不仅要为股东服务，也要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4]。由此可见，公司社会责

任是现代公司存续中不可避免的议题，并且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1.2. 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 

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提出已久，但是并未形成一个被国内外学者广泛接纳的明确内涵，各界对此众

说纷纭。其中，卡罗尔(Carroll Archie B.)提出了“四层次理论”，他将公司社会责任分为公司在一定时期

内应满足的社会期望，分别是经济期望、法律期望、道德期望和慈善期望，公司应当依次做到股东利益

最大化、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商业和伦理道德以及进行慈善事业[5]。后来，卡罗尔又提出了公司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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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金字塔模型，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公司社会理论进入我国后，国内学者们基于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定义。比如，

刘俊海认为，公司社会责任要求公司持续不能只为股东赚钱，还应尽最大可能增加其他社会利益[6]。朱

慈蕴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指的是对于股东以外的公司利益相关体，公司应当负责[7]。卢代富则认为，公

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追逐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应承担的一种义务，即保护和增补社会利益[8]。细究学

者们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相同之处，即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认为公司应当

处理好在公司经营中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但也不能忽略其中的差别，即利益相关

者的范围是否涵盖股东。 
本文认为，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在内。首先，什么是利益相关者？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对此作

出了两个定义。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为利益相关者下了两个定义。一方面，从狭义而言，任何一个团体

存在必须依靠的团队或个体被称为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另一方面，从广义来

看，任何对团体目标达成具有影响力或者受到该目标达成作用的团队或个体，均可以称为利益相关者，

也即除狭义相关者之外还包括公益团体、政府等[9]。无论哪个方面，弗里曼均认为股东是利益相关者。

其次，部分学者之所以会认为股东不是利益相关者，原因在于其直接将公司社会责任对照了“公司只对

股东利益最大化负责”这一传统公司法理论，进而自然将股东排除于公司社会责任之外。这是混淆了公

司利益与股东利益。实际上，虽然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但是公司与股东的人格相互独立，公司利益不

等同于股东利益，公司所追求的是公司利益最大化而非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公司利益是股东利益、经营

管理者利益、职工利益的集合。再次，正因为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关系是最直

接、最密切的，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应将股东包含在利益相关者之内。 

2. 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 

2.1. 我国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 

我国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包括公司法的内部规定和公司法的外部规定。 
首先，公司法的内部规定。一是将公司社会责任写入法律。2005 年我国对现行《公司法》进行了修

订，在总则中新增第 5 条 1，以一般条款的形式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二是对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保

护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要求。比如，《公司法》第 17 条 2 和第 18 条 3 规定，要求公司

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提高职工的素质，允许职工参与公司管理和决策。 
其次，公司法的外部规定。我国《民法典》《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环

境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公司法之外的法律均提及了公司社会责任。比如，《劳动法》第 4 条 4 规

定，要求用人单位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食品安全法》第 4 条第 2 款 5、《网络安全法》第 9 条 6 规定，

 

 

1《公司法》第 5 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

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2《公司法》第 17 条：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

公司应当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公司职工的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职工素质。 
3《公司法》第 18 条：公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本公司

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公司工会代表职工就职工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险和劳动安全卫生等事项依法与公司签订

集体合同。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公司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方面

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4《劳动法》第 4 条：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5《食品安全法》第 4 条第 2 款：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

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6《网络安全法》第 9 条：网络运营者开展经营和服务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守商业道德，诚实信用，

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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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网络运营者承担社会责任。 

2.2. 关于社会责任一般条款的讨论 

2005 年新增的《公司法》第 5 条，是我国首次在《公司法》中明确公司社会责任，可以说是一个进

步。但同时，该条款也产生了众多的争议和质疑。其一，该条款的性质，是法律责任还是道德责任？其

二，该条款的效力，是宣示性条款还是裁判性条款？ 
关于其一，本文认为一般条款有双重属性，即兼具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对此，学者们基本达成了

共识[7] [10] [11] [12] [13]。 
关于其二，一般条款的效力。首先，该条款是宣示性条款已经成为学界通说[12] [14] [15]。其次，该

条款是否为裁判性条款存在争议。比如，蒋大兴认为，公司社会责任不仅是约束公司行为的规范，还具

有裁判规范的属性，因为该条款具有弹性和一般性，具有法律原则的功能，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

权，可以借助解释工具成为裁判的基准[16]。而王立兵则认为，由于该条款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内容、性质

均不同，不具有一般条款的“同质性”，因此其具有宣示性而非可作为裁判依据的一般条款[12]。本文认

为，《公司法》第 5 条是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条款和法律原则，可以成为法院裁判的法律依据。一

是，一般条款是指一般的、抽象的、不具有明确内涵的法律规定，如果想要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之中，需

要由法官进行释明。公司社会责任虽然规定于《公司法》第 5 条中，但其并没有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定

义、性质、构成要件等，具有极强的抽象性和原则性，符合一般条款和法律原则的特征。二是，法律原

则虽然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不宜作为裁判依据，但不等同于不能作为裁判依据，司法实践中仍有其

适用的空间，只是具有一定的限制，即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则可以适用而作为价值补充和利益衡量适用于

个案之中。三是，我国法院已经存在运用一般条款裁判的实践。比如，民法体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亦是

一般的抽象性、原则性条款，但是其常被运用于法院的裁判之中，是典型的原则性裁判规范。因此，当

缺失规制公司行为的具体法律规则时，法官可以运用《公司法》第 5 条对案件进行审理，作为裁判的法

律依据。 

3. 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的司法适用 

3.1. 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司法适用的现状 

为了研究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司法适用的现状，本文在法信平台“类案检索”项目下分别以

“社会责任”“公司法第 5 条”为关键词在“全文”中进行检索，得到的案件数量分别为 32,239 件、954
件。为了进一步筛选案件，本文以“社会责任”和“公司法第 5 条”为关键词，以“民事案由”为筛选

条件进行检索，得到的案件数量为 182 件。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引用了《公司法》

第 5 条，但部分案件引用的是第 5 条规定的公司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或者是公司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规

定，并不涉及公司社会责任。 
根据检索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的运用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运用社会责任的案件数量自 2014 年开始呈增长趋势，直至近两年开始平缓。2013 年裁判文书

中提到“社会责任”的案件数量仅为 255 件；2014 年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为 1301 件；2019 年案件数

量目前最多，高达 6868 件；2020 年和 2021 年增长速度放缓甚至有所下降，分别为 6255 件和 5053 件。

虽然其中大部分案件只是提及“社会责任”的字样，实际上与公司社会责任并不相关，但还是体现了法

院近些年对“社会责任”的关注，社会公众对“社会责任”的期待。 
二是运用公司社会责任的案件不局限于公司纠纷。通过分析案例性质，在适用公司社会责任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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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中，公司纠纷最多，除此以外，还包括合同纠纷 7、劳动纠纷 8、侵权纠纷 9 等。 
三是运用公司社会责任的有效裁判数量极少。虽然公司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已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和运用，但是，真正适用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作为裁判依据的案件数量极少；在大部分案件

中，法官对公司社会责任仅是宣示性提及，目的仅在于为裁决说理提供辅助比如，在徐全合肥丰源雷克

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 10 中，法院依据《公司法》第 182 条规定的解散条件进行裁判，

虽也提及公司社会责任，但只出现于判决书的尾部，通过一般条款辅助论证。此种情形下，司法裁判中

的公司社会责任作用并无实际性。 

3.2. 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司法适用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裁判案例的分析总结，发现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在司法适用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3.2.1. 通常宣示性适用一般条款 
法院宣示性适用一般条款，指的是“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公司违反社会责任”常被法官用于

裁判说理，但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构成要件、承担原因等并不说明的情形。也即，法院并未将一般

条款作为裁判依据进行适用，并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比如，在北京大地愉家生态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市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大地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案 11 中，首先，法院依据《合

同法》的规定判决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北京大地愉家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应当依照协议约定履

行义务；其次，法院在判决说理的最后，引用了《公司法》第 5 条，提示北京大地愉家生态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在合同经营的同时，应努力平衡协调好营利性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法院即是对公司社会

责任一般条款进行了宣示性适用，其目的不在于依据《公司法》第 5 条进行裁判，仅仅是为了增强裁判

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公众对裁判文书的可接受度。 

3.2.2. 法院适用一般条款说理不当 
法院宣示性适用一般条款，在某些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缺少可适用的法律规则或者可适用的法律

规则之间存在矛盾，法院会将具有法律原则功能的一般条款作为裁判依据，以期弥补法律漏洞、解释法

律规则、增加裁判说理性进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是，法院在适用一般条款得出裁判结果的

过程中，往往只是简单引用，未对公司社会责任作充分解释，导致裁判说理性不强，论证过程生硬，结

论并不妥当。比如公司解散纠纷，法官常将公司社会责任与规定公司解散要件的《公司法》第 182 条并

行适用，以增加裁判结果的合理性。比如，在周新华与玉环县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12

中，公司社会责任成为公司解散三个条件之后的第四条件，法官认为被告的行为关系到业主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构成公司社会责任。此时，公司社会责任应当发挥的是解释具体法律规则的功能。但是，法

院以此种方式运用公司社会责任的解释功能并不适当。 
首先，法院将公司社会责任与三个法定解散要件并列适用，似乎是要将《公司法》第 5 条与《公司

法》第 182 条同时作为裁判依据；但是，案例并未体现出法院要以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作为裁判依据

的意愿，仅仅是想要发挥公司社会责任的解释功能。其次，法律原则要实现其解释功能，则要对原则的

具体含义进行详细解释，只有声明先决条件，才能作出裁判结果。但在案例中，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解

散要件之间是独立的并列关系，并未作为前提要件而被解释适用，存在不适当的问题。 

 

 

7详见(2019)冀 0724 民初 489 号、(2016)京民终 13173 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 923 号等。 
8详见(2017)桂 10 民终 1482 号、(2017)桂 1029 民初 27 号、(2011)惠中法民一终字第 113 号等。 
9详见(2020)云 06 民终 682 号、(2016)川 01 民终 5463 号等。 
10详见(2019)皖民终 1078 号。 
11详见(2016)京民终 13173 号。 
12详见(2012)浙台商终字第 5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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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司法适用的问题成因 

4.1. 公司社会责任内涵不明确 

如前文所述，尽管学者们讨论颇多，但是时至今日，理论上公司社会责任依旧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

的定义。同样，作为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的《公司法》第 5 条也规定过于简单，未涉及公司社会责任

的内涵、构成要件、责任承担形式等，欠缺可操作性。这就导致法官难以理解什么是公司社会责任，无

法明白在什么情况下、对何种主体、对什么行为可以适用公司社会责任。因而，在公司社会责任内涵并

不明晰时，法官往往缺乏足够的信息去做出决定，要求法官凭借自身经验进行裁判，属实过于严格[17]。
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公司社会条款被宣示性适用的结果。 

4.2. 与其他公司社会责任规范关系不明晰 

如前文所述，我国众多部门法中也存在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公司与劳动者、消费者、供应商、

债权人、政府和社区之间存在的社会关系，被分别纳入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社会法和

经济法等领域中。这种调整方法，既有历史和法律传统的成因，也有立法者对公平价值、社会正义、社

会结构和国家政策等因素的综合考虑[18]。 
但是，这些散落于各个部门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具体规则与《公司法》第 5 条的关系并不明确，导

致了司法中一般条款的适用困难。比如，《民法典》第 86 条 13 规定了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承担社

会责任，其与《公司法》第 5 条的关系如何界定，是并行适用还是存在次序，不无疑问，这必然影响法

院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认定，进而影响裁判结果。 

4.3. 司法能动性影响法院裁判 

司法能动性要求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应灵活运用法律，避免机械司法，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有机统一。从追求社会效果的角度，法院常常宣示性适用公司社会责任的原因，可能在于社会公众对社

会责任的接受度和期望值越来越高，因此法院希望通过适用公司社会责任来增加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和可

信任度。 
但是，首先，宣示性适用无实际意义，其存在与否不会影响裁判的严谨性和完备性[19]。其次，司法

能动性意味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而每一位法官的经历、智识、裁判经验是不同的，也即对公司社

会责任的判断也是不同的，不同的解读声音会进一步模糊公司社会责任内涵的明确性。再次，对公司社

会责任越来越多地提倡和号召，只会激发社会公众对社会责任的更高期待，增加公司的道德负担，长此

以往，将会损害裁判的公正性。而司法能动性对法院裁判的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司社会责任内涵的不

明确性。 

5. 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的完善 

5.1. 明确公司社会责任内涵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公司法》修改再次提上议程。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法(2023 修订)》
向社会公布并规定于 2024 年 7 月 1 日施行。其中，新增了第 19 条 14 和第 20 条 15，以加强公司社会责任。 

 

 

13《民法典》第 86 条：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14《公司法(2023 修订)》第 19 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

会公众的监督。 
15《公司法(2023 修订)》第 20 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

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国家鼓励公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公布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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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公司法(2023 修订)》第 20 条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作了简要界

定，规定了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并且增加了公益活动倡导条款，充实发展了公司社会责任，相较于《公

司法》第 5 条有很大的进步，值得肯定。 
但是，《公司法(2023 修订)》第 20 条依旧十分原则，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形式、公司违反社会责

任的后果等问题依旧没有回应，以及如何认定“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等新问题也由此产生。而站

在法官的角度，一条明确的、可操作的法律规定更能指引其作出确定的裁判结果，更能获得其青睐。因

此，公司社会责任在司法适用方面依旧存在困难，即使新公司法生效施行后，法院可能依旧会以宣示性

的方式适用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故而，本文认为，可以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概括式加列举式的方式

进行定义，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使其得到更好的完善。 

5.2. 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类型化 

受限于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一般条款往往采用类型化的方式适用于案件审理过程中，这有助于

法官查明并明确标准。比如，学者们对公序良俗原则类型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规

则体系，丰富了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缓解了公序良俗原则进行司法适用的困境。因此，在实践中，公

司承担何种社会责任、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可通过类型化明确[20]。 
如前文所述，虽然公司社会责任内涵并未确定，但对其兼具法律属性和道德属性的认识已成共识。

在《公司法(2023 修订)》的公布后，在公司社会责任双重属性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从四个维度去认识

公司社会责任内涵，即法律维度、道德维度、人权维度和公共性维度[21]。法律维度是指公司“应当遵守

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道德维度是指公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人权维度是指公司“充分考虑公司

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共性维度是指公司“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

本文认为，该种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分类具有合理性。首先，其是从《公司法(2023 修订)》第 19 条和第 20
条中提炼出来的，与立法相衔接。其次，该种分类为进一步细化公司社会责任提供了大方向，人们可以

以此为框架进一步划分公司社会责任。其一，在法律维度下，需要明确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区分，对

于道德底线要求的公司社会责任应当尽可能以法律的形式将其转化为法律责任，而其他较高标准的道德

责任则只能依赖公司的自觉性即可，否则会过于苛责公司影响公司经营；其二，在道德维度下，可以明

确公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类型，比如慈善捐款、倡导绿色消费、支持社会发展等；其三，在人权维度

下，通过区分职工、供应商、消费者等主体，将公司社会责任划分为劳工保护、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等

责任；其四，在公共性维度下，可以通过细化社会公共利益，将公司社会责任划分为环境保护、社区支

持、福利事业等。 

5.3. 构建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法律体系 

如前文所述，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与其他公司社会责任规范关系不明晰，也即我国目前没有建立

起一个完善的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体系。而对于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设计，在立法层面，目前存在两

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整合现行法律规定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相关规定，进行统一立法，如

制定《公司社会责任条例》[22]、《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法》[23]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专门性的立法并不

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而应当在我国现有规定的基础上，以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为统领，并与其他相关

部门法进行衔接，进行多元化立法[24]。 
本文认为，制定专门的公司社会责任法，这种立法模式内容统一集中，体系完整科学，具有较强的

稳定性，便利执法和司法，但是仔细考虑，其并不具有实际意义。首先，这要求立法者具有极高的立法

技术，需要详细的研究和充实的理论基础，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但我国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可以

说还处于初始阶段，因此专门的公司社会责任法制定难度极大，可行性极差。其次，利益相关者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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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广泛，一部法律不能将其全部纳入[18]。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必然与公司职工、供应商、消费者等各

种利益相关者发生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这些关系分别由《劳动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进行调整。公司法无法将散落于众多部门法中的公司社会责任统一规定于

一个法律文件中，同时，更不能违背传统的部分法划分规则，凌驾于各个部门法之上成为超越其他法律

的部门法，破坏现有的法律制度。因此，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公司社会责任法的必要。 
而对于多元化立法，虽然规定分散但在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且不会侵害我国目前法律制度的稳

定结构，更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设计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立法者可以考虑以下两点。

一是确立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原则和规则，在包括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之外，还要涵盖公司社会

责任的基本类型、利益相关者的判断标准、承担公司社会责任的方式、违反公司社会责任的后果、利益

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的救济方法等，以起到对其他部门法中公司社会责任规定的统领作用。二

是处理好与其他部门法公司社会责任规定的衔接，区分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为法院裁判时选择适用何

种法律作为依据明确方向。 

6. 结语 

公司社会责任进入我国法律领域来源于我国现实的需要，某些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商业道德、损害

社会公众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呼吁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声音越来越多，立法者对此作出回应。但是，

立法只是解决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第一步，良好的问题解决方式要求司法、执法与立法的协调配合。本

文以《公司法》第 5 条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司法适用状况，试图探讨如何完善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条

款。公司社会责任体系庞大而复杂，本文只是对其中一个方面进行浅显讨论，要想良好运用公司社会责

任制度，还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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